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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外籍勞工政策之探討　　　文／吳忠吉
以出口導向發展的台灣，從一九五○年代的進口替代，至一九六○年代的出口擴張後，在一九七○年代造就了高速度的經濟成長，並完成社會的充分就業。然而一九八○年代以後，後工業化時期，台灣經濟因外匯的累積及國際競爭情勢發展，開始有產業轉型的跡象。

壹、工業化的過程

　　戰後，世界各國致力以工業化推動國內經濟成長。台灣在起步時的背景環境仍是一典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在對外貿易上，外匯短絀；而且，農礦天然資源輸出，因受天候與生命週期影響，難以改善貿易條件，而有常年貿易的逆差。唯於農忙下可動員的勞力，於農閒時有過剩現象，而有廉價勞力的相對優勢。
工業化的工業產品，自然需要有穩定的行銷市場予以消化。以國內市場而言，日常生活用品的市場最為穩定，因此多設定貿易障礙，以緩和國外產品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威脅，保護國內初建的民生工業，使民生工業得以擴張生產，取代部份的進口依賴，並減緩貿易的逆差情勢。

　　在進口替代階段，隨國內生產的擴張、平均生產成本漸次下降，再加上國內廉價勞力優勢，出口競爭力也逐漸提升。為了減緩貿易逆差，更望累積自有的外匯資產，政府遂採原料退稅與出口補貼的出口擴張政策，使建立的民生工業，漸次地由進口替代效果，轉為出口擴張的效果。

　　出口擴張的成功，得利於外商的投資，尤其是加工出口區的設計。國際貿易是各國基於各自相對利益原則，分工生產再相互貿易。外商來台投資，帶來了最便宜且精準的國際資訊，導引台灣依相對利益生產與出口。加工出口區是純然地以出口為目標的生產專業區，更能突顯這種最有利之國際相對利益的方向。因此鼓勵或吸引外商投資，是出口擴張政策成功的關鍵。

　　隨出口擴張，國際市場坐大，民生工業對上游原料與機械設備需求也擴大。於是又以二次進口替代策略，先後帶動國內石化工業與金屬機械業的陸續成長，製造業的結構也有多元化的發展。

　　因外匯短絀，為了累積自有的外匯資產，必須訂定一偏高的匯率，也就是刻意低估本國貨幣的幣值，以求常年的國際收支盈餘。因此開發中國家多實施固定匯率的制度，並以調整匯率作為國際競爭的策略之一。

　　再者，經濟成長過程中，為了提高每人的生產力與每人所得，也講求每人資本額的成長，獎勵投資與降低人口成長率，也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政策之一。因此工業化的過程上，也同時不斷地累積資本，而勞動力的供給卻漸趨遲緩。

貳、後工業化時期的勞動問題

　　出口擴張的成功，造就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所得增添，促成國內充分就業，並累積了為數不少的外匯資產。另一方面，由於獎勵投資與降低人口成長率，使資本增加率高於勞動供給的增加率，勞動力的供給漸趨遲緩，勞動供給彈性降低，結果勞力需求的擴張，引發工資上升的幅度，高於就業增添的幅度，使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工資增加率高於資本報酬的增加率；此致降低了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出口競爭力。

　　隨家庭所得的提高，女性教育機會擴張，女性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的在學率，於一九八八年後開始超越男性人口的在學率。女性教育水準越高，外出就業的意願也越高。女性勞動力中，低教育且低勞參率人口所佔的比率漸趨降低，高教育且高勞參率的比率則漸趨提高。使整體女性勞參率，有上升的趨勢。

　　早期女性初級勞力於勞動需求增加之際，大量湧進就業市場，但於勞力需求降低時，又紛紛地退回家庭，充分發揮穩定工資的功能。但高級女性勞力進入就業市場，一旦失業，仍將持續尋求工作機會，而延長了社會自然失業率。

　　由於女性勞參率的提高，家庭中因所得收入增添產生所得效果，使家計主要負責人的男性勞參率轉趨下降，男性勞力提前退休並賦閒的人口比率上升。由於男性勞力所佔比率仍大於女性，因此整體勞動力的參與率呈現下降的趨勢。如此的趨勢發展，當女性人口比率提升至某一比率後，整體的勞參率才可望止跌回升。

　　女性勞動力的變遷趨勢中，年輕高級勞力比率提高，中高齡初級勞力比率下降，則女性勞參率的提高，無助於初級勞力密集工業勞工的填補，反有助於較為專業之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其次，隨所得的成長，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除了食衣住行的打點外，台灣家庭已有餘裕從事休閒活動與投資理財的服務需求，此帶動國內消費服務與金融保險及不動產買賣服務業的興起。隨著時間成本的提高，日用商品齊全集中整合的販售服務擴大，中小企業財務專業服務需求也擴大，帶動工商服務業的發展。後工業化以後，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從工業朝向內需型服務業移轉的自然趨勢。

　　從國際貿易層次觀察，台灣加入WTO後，以外銷為主的產業，雖因進口國市場開放，而有利於出口的增加，以內銷為主的產業，則將面臨進口的競爭壓力，有趨於萎縮的可能現象。但我國出口的主要市場，多數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加入WTO之後，獲益程度的增添有限，內銷產業面臨的進口競爭壓力則增強不少。不過，無論如何，進口出口量的增加，卻將為國際貿易服務業增添不少的商機。

　　再次，美蘇的和解，使得軍備競賽過程，所開發資訊研判精準，反應快速的尖端科技開始擴散，台灣人才回流，帶動了資訊工業的快速成長，取代傳統民生工業垂直上中下游體系之製造業的萎縮。使台灣製造業有從傳統工業朝資訊工業移轉的趨勢，從而工業產品的出口結構，也隨之作同向的調整。

　　固定程序與相同律動技能等標準化作業趨於電腦化，交易商務的溝通趨於網路化的發展情勢，知識經濟概念成型，並成為世界各國規劃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路線；也因此將使台灣資訊工業的國際競爭更趨激烈。

　　長期以來，台灣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結果，使農業部門的就業人口比率，從一九五一年的56.69℅降至二○○一年的7.55℅，讓農業部門喪失早期發揮失業人口失業避風港的功能。

　　後工業時期台灣產業結構變遷，工業部門由初級勞力密集之傳統工業，朝技術密集與高級勞力密集資訊工業移轉。也由於資訊工業國際競爭更趨激烈，對於高級人力需求將趨於殷切，高級女性勞動力密集的服務業又處於內需發展階段。商務發展的國際化，與資訊工業競爭力的提升，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與課題。因此，國際觀商務人才與科技研發人才等的開發與應用，才是國內人力資源政策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參、傳統產業的調適

　　在國內工資上升的情形下，衰降中的傳統產業的調適方法有四：一是產業轉型變換產業軌道、二是朝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作產業的升級、三是引進外籍勞工、四是從事海外投資。傳統產業若屬資本勞動替代彈性高的產業，自會朝資本密集產業調整，尚能在國內維持生產。但要素替代彈性較低的傳統產業，因無力調整要素組合比率，自仍對初級勞力有所依賴，也深受工資上揚的威脅，而有選擇低廉工資之勞力應用的需求。

　　產業轉型與升級，產銷技術的研發需要相當時間的努力，棄產從銷作國際間的購入與轉售則相對地較為便捷。無論如何，產業轉型與升級或棄產從銷的結果，都將降低對初級勞力的需求，自會減少國內初級勞力的就業機會。
　　引進的外籍勞工多為初級勞力，自會因低廉的工資競爭，取代部份本國初級勞力的就業機會，在生產上與初級勞力有互補關係的勞力，多屬監佐與專業的中高級勞力。則引進外籍勞工以維持國內生產，只是保障國內中高級勞力的就業機會，而降低國內初級勞力的就業機會。

　　海外投資使用的多屬當地國的初級勞力，搭配的也多屬本國或外國的中高級勞力。但因居家生活的限制，海外投資的發展，也將朝多培養當地國中高級人員，以取代本國中高級勞力的運用。因此企業採取海外投資，將比引進外籍勞工，減少更多初級勞力的就業機會，且將有可能使中高級勞力漸次失業。

　　總而言之，傳統產業無論如何調適，對於高級商務與高級科技等專業人才需求多有增加的趨勢，但對初級勞力的需求則多是趨於減少。這也是製造業總就業人數減少過程中，職員人數反趨增加，而工人就業人數更趨減少的主要理由。

　　轉型不易與升級困難的傳統產業，面對的是國外廉價勞力的競爭與威脅。其解套的方法為爭取應用國外廉價勞力的機會。在生產作業區域上，引進外籍勞工是勞力牽就資本，海外投資則是資本牽就勞力的調適方式。

　　從國際資源的移動而言，資本的出境容易處理，但外籍勞工的入境則相對地不易管理。基於國家主權與社會安全，引進外籍勞工也將同時增加社會成本的負擔，從行政資源的社會成本而言，海外投資的成本將小於引進外籍勞工的成本。

　　純然從勞動的競爭而言，對外籍勞工的需求增加，將使外籍勞工的使用成本提高；對本國勞工需求的減少，則將降低本國勞力應用的工資成本。從企業區域選擇上，海外投資面對的外籍勞工供給彈性大，有限的外籍勞工數量限制下，面對的供給彈性小。因此對外籍勞工需求的增加，海外投資所引動之工資增漲有限，但引進外籍勞工後，在競爭下外籍勞工應用的成本將漸次上升。因此從企業工資成本負擔的考量，海外投資的成本亦小於引進外籍勞工的成本。

　　再從廉價勞力薪資的差異程度作比較分析。國內勞工家庭的生活水準，以一九九五年的調查統計資料觀察，每人每日三餐支出是新台幣162元，每人每月衣著費用是1,672元，每人每月房租支出是2,626元，每人每月通勤交通支出是1,270元，合計每人每月食衣住行的支出是新台幣10,496元。勞工家庭平均每戶人數是4.06人，就業人數是1.74人（勞委會，勞工統計年鑑，1995年） ，則每一就業人數需負擔2.33人的生活，則每一就業勞工每月便需有新台幣24,291元，以二○○○年物價折算，則為新台幣26,057元，才能支撐家庭生活。

　　製造業二○○○年員工平均工資是每月新台幣33,745元，為起碼生活所需支出26,057元的1.3倍。受起碼生活費用限制，本國勞工工資不易調降。外籍勞工的引進多為台灣基本工資，外加就業安定費及健保費與勞保費，約計每月成本為新台幣18,561元，佔本勞工資的55℅。

　　事實上，外籍勞工在其母國的工資更低於台灣基本工資15,840元，則至廉價勞力國家投資設廠，所用勞動成本自不高於本國勞工成本的47℅。如果以各國平均每人每年GDP比較，大陸是台灣人平均GDP的5.94℅、菲律賓是8.11℅、印尼是4.59℅、馬來西亞是24.50℅、泰國是14.79℅。以此相對而言，比率上都遠低於47℅。所以，單以勞力的運用而言，企業與其引進外籍勞工，實不如作直接的海外投資。

　　單從海外投資地區而言，在工資收入相近的大陸、菲律賓與印尼三個地區比較，語言文化的溝通，法令規章的認知等，自以大陸為最有優勢，因此，企業若有海外投資多以大陸為主要的投資地區。但因兩岸特殊關係，雙方於經貿關係之外，在相互規範的協議上，多出了額外的政治上困擾。

　　另外，由於台灣傳統產業結構上已有垂直整合的體系，下游民生工業產地外移後，以內銷為主的中上游產業，勢必因下游的出走，亦將隨之追隨而出，則垂直分工的傳統產業體系，便有連串外移的趨勢，此即一般所稱國內產業空洞化的現象。

肆、外籍勞工政策檢討

　　在不能就外籍勞工作完全無限開放的前提下，只比較兩者之間的薪資，本國勞工與引進之外籍勞工薪資間的差異為9：5，相對於國內的需求，有限的引進數量總呈供不應求的局面；就營利動機而言，以有資格引進之雇主為人頭，再私下轉讓並謊報脫逃方式，或相互挖角引動外籍勞工私逃，實際雇主所享有的廉價勞力的效益將日趨萎縮，將拉近本國勞工與引進外籍勞工間的薪資差距。

　　有限人數的引進終不敵海外直接投資的引誘，於是外銷為主的產業，從事海外投資日漸成風。對外籍勞工有需求的雇主，多屬無力轉型與升級，及無產地外移必要的產業與雇主。這類的產業多屬消費性的家庭需求與內銷為主或非貿易財之生產性的產業。

　　就外籍勞工分配比率觀察，一九九四年時外籍勞工總人數138,279人中，農業部門獲有0.59℅、製造業72.13℅、營造業20.40℅、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則為6.88℅；在二○○一年時外籍勞工共有304,605人，農業部門所獲比率降為0.41℅、製造業降為51.56℅，而營造業也降為10.95℅，唯獨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提升至37.08℅。顯然地，外籍勞工的分配率有從生產部門朝家庭需求方向在移轉的動向。

　　正式開放外籍勞工引進之初，一九九一年只限於政府重大工程；一九九二年再擴及所限制的六行業的十五種職業、監護工與幫傭、外籍船員、與六十八種行業；一九九三年更加列七十三種行業、陶瓷等六行業，與新廠及擴充設備案；一九九四年時，再追加及於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專案、三K行業專案、及重大投資營造業案；一九九五年時，又擴及重大投資製造業專案、與七行業專案；一九九七年以後，又許可兩年期重整分配；一九九九年也容許非高科技製造業的引進；二○○○年時，在加入高科技產業的引進。至此，外籍勞工的引進幾乎不再有行職業的限制。

　　從外籍勞工引進的限制演進過程而論：

一、初期外籍勞工引進只在滿足政府重大工程的順利；

二、國內勞工所不願從事的工作；

三、用以鼓勵投資擴廠；

四、維持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的生產；

五、滿足重大投資需求；

六、滿足高科技產業的需求等為宗旨。最後，可以說是解除行職業的限制，並定位於總量管制的政策方向，而且近年來又有總量逐年縮減的動向。

　　因國內外工資差異，經由國際貿易產生分工效果，我國可以對廉價勞力國家輸出較資本密集的產品，並由廉價勞力國家輸入勞力密集的產品，而有降低對廉價勞力依賴之產業調整的自然演化。唯有非貿易財難有類似的調整機制。在勞力不足的共識下，外籍勞工的引進，最初僅限於非貿易財且為政府部門的公共工程。

　　其次，一旦有了引進外籍勞工的跡象，國內各界為了貪圖廉價外籍勞工的運用機會，自會設法施壓並謀求進一步的開放。政府在社會壓力下，遂以國內勞工不從事之辛苦工作為開放的原則，以免影響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並要求申請的廠商登報求才，於若干日內仍招不到足額的本國勞工，且須附有轉型與升級的計劃書才能申請，此外也對雇用的外籍勞工人數佔總雇用人數作最高比率的限制。

　　 雖有本國勞工所不願從事的工作為開放外籍勞工的原則，但在認定上卻有技術上的困難，而有範圍擴大的趨勢，如有六行業之十五種職業，再擴及外船員、六十八種行業、漸次地再加延伸至七十六種行業，及陶瓷六行業。這種從職業限制迅速地轉變為行業限制，便已顯示無法作職業的界定，而轉為艱困行業的界定層面。

　　這種轉變結果，以營利導向經營的各行業，只要本國勞動成本高於運用外籍勞工的成本，企業都自認是艱困的行業。因此主管機關更難招架各產業需求外籍勞工的壓力，終致對非國營之任何製造業全面開放也不再做製造業中的行業限制。只是就既有引進數量作調整性的重分配，似有固定數量作輪流雇用的現象。

　　 一旦無行業限制，但各方的需求有增無減，總量限制自難滿足國內企業，因此新增的數量又轉為高科技及重大的新投資案，如此，製造業引進的數量有增無減。這種總量管制並循環分配之外籍勞工政策，在國內失業於一九九六年開始惡化後，引進外籍勞工是造成國內的失業，及不增添外籍勞工將使企業外移的認定上，成為勞工團體與企業集團間相互爭議與施壓的藉口，以致使外籍勞工政策從純然的經濟問題轉為政治問題。

　　成為政治議題後，在選票導向上，因票源與失業的擴大，使競選承諾多朝縮減外籍勞工的主張演進；更因不景氣，又擔心企業出走，使政策搖擺不定，並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

　　 此外，隨教育發展，高級婦女勞動力介入就業市場，家務、育嬰、管教子女、照護老人等工作亦有相關服務市場的依賴，從事病患監護與家庭幫傭之廉價外籍勞力，自也成為一般家庭迫切的需求。在意義上，這類需求多屬消費性服務或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的產業。這自然又構成另一種外籍勞工引進的壓力，也導致政治的讓步與妥協，雖有老人重疾程度與子女年齡構成申請外籍勞工的資格限制，但仍是數量需求日趨膨漲，引進的數量也快速成長。

　　 引進的數量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是，消費性外籍勞工的引進，所被替代之本國勞力多屬無工會組織的職業，欠缺集體壓力，因此家庭需求的壓力較高，而被替代之勞工的聲勢較小。所以這類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引進的數量成長很快。這顯示我國外籍勞工政策深受社會壓力的影響，而無通則性的定位。

　　 這種演進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開放引進外籍勞工時，立基於未能經由國際經貿活動調節，例如營造業等非貿易財產業，或國內勞工不願從事之辛苦工作為開放原則，雖然明確，但在認定標準上，以正面表列的方式，不免有所遺漏，基於公平原則，便不斷加補項目，導致開放的範圍擴大。

　　 一旦由解禁開放，覬覦外籍勞工分配的雇主，為了爭取廉價勞力，不在乎所欲填補的工作是否辛苦。易言之，雇主缺乏的是外籍勞工而非本勞，若無法如願獲得分配者，便將編造迫切理由，要求平等對待，並對政府施壓。結果政府在無法提出普及性的公平原則下，只好朝普及性的公平原則調整，終至一發不可收拾，更難以收縮。

　　 這充分顯示，在政策擬訂時應同時確定普及性公平分配原則，並對超額需求或不能獲得分配者，提出有力的說服依據與理由。如今，即使想加以收縮，也不知該從何種產業著手；一旦選定從某一產業開始，便遭致為什麼從我開刀的責難，而難以執行。

　　這些政策演進、原則的異動，都強調以不減損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為原則。因此以目前的定位而言，我國的外籍勞工政策應是因應國內失業狀態，作總量的管制與調整。如果能在調整的原則做可長可久的定位，並加以政策性的宣導，讓民間有一原則遵循的定向，不再作無謂的施壓與求變，則是一定性式的有效外籍勞工政策。

伍、外籍勞工政策的修正

　　目前外籍勞工分配於製造業行業已經普及，營造業也能專案申請，監護工與幫傭的需求也日趨擴大，而且從國內外工資差距觀察，外銷產業之外籍勞工引進，無法阻擋海外投資之勢已成，則總量管制、循環分配的既有政策精神，是維護國內就業與國家安全，並有公平使用機會的分配。

　　從分配而言，引進外籍勞工應分家庭消費需求與營利需求兩種目標，前者以社會福利著眼，後者以經濟發展入手。以經濟發展著手，製造業方面，將隨海外投資而有國內生產結構的變遷，同時，在性質上，外籍勞工需求的形成，在於廉價勞力的尋求，實非國內缺工；且經濟發展在於附加價值的增添，因此依照國內生產價值佔GDP比率分配，既能因應勞力需求結構的變化，又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貢獻度。

　　就營造業而言，公共工程有時是景氣調整的手段，應避免與民爭用民間勞力的情勢發生。勞力需求殷切之時，則引入外籍勞工以填補工程勞力供給之不足；當營造業不景氣時，則公共工程應擴大，並多雇用本國勞工，少用外籍勞工。即是營造業景氣時，公共工程多用外籍勞工而少用本勞；而營造業不景氣時，公共工程則應少用外籍勞工而多用本勞。因此營造業外籍勞工的引進應以公共工程為限，並依景氣調整為原則。

　　至於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在兩性工作平等法有育嬰假的設計，且幫傭是每一家庭經常性家務工作的替代，自應有個人外出賺錢與請人代勞的行情評估，而非家庭生計問題，且雇用幫傭多屬高薪的家庭主婦，自應有雇用本勞的能力；但重疾老人照護，家屬人手的輪流安排，可能耽誤家眷就業與家庭生計，因此外籍監護工與幫傭的引進，應以老人重疾的監護為主，並依重疾程度來分配。

　　總而言之，外籍勞工政策，可分為製造業、營造業與監護工三類，分別作總量的管制與伸縮。製造業以既有的外籍勞工人數為基準，按現有製造業佔GDP比預定位，再依各行業GDP比率分配，其總量則依往後製造業整體GDP比率作調整與分配。營造業使用外籍勞工完全限於公共工程，並依營造業景氣作總量的上限調整。至於監護工與幫傭，則以重疾老人照護為原則，依重疾程度分配；總量管制則以社會福利需求為調整的原則。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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